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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辉煌一时的赫舍里氏家族

在石刻艺术博物馆里有一件不起眼的展
品，冷清地放在展厅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
注意，很有可能忽略这件文物，它就是“赫舍
里氏圹志”。其高98厘米，宽28厘米，厚9厘
米，整体承碑状，做工精美。

“赫舍里氏圹志”上面是螭首，额篆有墓
志铭三字，首题“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
铭”，阴阳两面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记录了
墓主人的生平经历和性格特点。在碑身的
最下面是方形的须弥座，以及须弥座式的副
座。墓志铭一般是指放在墓室中的方形石
刻，分为志和铭两种，志是用来记录主人生
平，铭是用骈文撰写的颂词来纪念墓主人。
石刻艺术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墓志部分，并没
有包含铭的部分。

小小的圹志在众多的石刻文物中得以
长期展出，足见它的意义与众不同。

首先要从圹志的主人说起，这座墓志的
主人是赫舍里氏，去世时年仅七岁，为天主
教徒。她或许大家不知道，但是她的父亲和
祖父在清朝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索额图和索尼，为顺治、康熙时的重要
大臣。说起索额图和索尼，不得不先说下赫
舍里氏家族。

赫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后来迁徙到了哈

达，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在满清兴起之前，赫
舍里氏家族中既没有世家大族的地位，也没
有身居要职的成员，在历史中宛如一粒尘
埃，无足挂齿。直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铁骑
踏碎了哈达的城防，赫舍里家族才在族长硕
色的带领下投奔了建州，从此拉开了赫舍里
家族辉煌兴盛的序幕。

赫舍里氏是索额图的掌上明珠

如果说大部分满族的部落兴起都是依靠
着铁血的武功，那么赫舍里氏不同于其他部
落，他们所依靠的则是渊博的文治。在清朝
的前期，如果想在朝廷里找出几个战功赫赫
的骁勇战将非常容易，但是如果想找出几个
知识渊博的文士却难上加难。而赫舍里家
族，正是凭借着满腹学识走上了历史舞台，在
清朝逐渐被重用。例如家族里的硕色、希福、
索尼等等都是精通满、汉、蒙文三种语言的博
学之士，因此受到了清太祖皇帝的重用，还被
赐与“巴克什”（有知识的人）的称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赫舍里家族的成
员长期身居要职。顺治帝驾崩后，康熙还非
常年幼，在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授意下，
索尼的孙女被册立为皇后；索尼的儿子索额
图在康熙八年时，协助康熙一同制服摄政的
鳌拜，成为康熙真正亲政的最大功臣，被称为

“赏”出去的国宝珍本
曾公然在民间流通

目前能够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重要
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
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
十五年（1926）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
录》中刊布出来，方才首次为世人所知的。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牢
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 9月，再版印行
《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过去，伪
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伪满皇宫
中的故宫珍宝流散，故宫博物院又重版《故宫已佚
书籍书画目录之一》，书前特别撰序，再次将溥仪
以“赏赐”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
郑重通告全国民众。至此，上个世纪20、30、40年
代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
大白于天下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驱逐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委
员会即宣告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清
宫物品，防止清宫珍宝与文物流散。一年之后，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
清宫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就这样，在政
府严查、举国关注的情形之下，故宫的家底开始公
之于众。

1925 年 7 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
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正是在上
述清室私产尽充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
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
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7 月 13
日起,至 9月 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
从 9 月 28 日起到 12 月 12 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
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
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
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
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
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
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
计宋、元、明版书籍约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
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
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华，大都
移运宫外”。那么，这二百余种“精华”古籍，在目
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
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
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
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
赐”，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
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
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
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
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张元济的信
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

“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
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
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提及的数
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
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
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

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
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
揭露国宝去向

溥仪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忆述过
这段“赏书”轶事。他写道：

“赏赐”的单位大多用十，最常见的是三十，偶
尔也用五作单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
点，只让溥杰开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单。
仅仅“赏”一部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十
几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极
其珍贵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
日，溥杰收到宋版“资治通鉴”一
部，十八套……

总之，被我们偷窃出去的这些
无价可估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
产，就是这样一批批地到了天津，
目的是为了在将来如果离开了北
京就可以依靠出卖这些东西过活；
并可靠它充做赴帝国主义国家留
学的费用。

至于那些人民宝贵遗产的最后
命运是，在天津的时候，我曾从其中
拿出约几十件将它变卖。其余的全
部，则是当我在伪满时，有一天担任
监视和支配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忽然对我讲：“务
希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
新京（长春）的‘宫内府’来。否则将
会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
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
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土之外的天
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想要回
天津去住！”我听了他这篇语中带刺
的说法，只得托他设法把这些东西
从天津运到长春来。后来在日寇将
要垮台时，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带
到通化大栗子沟，这些东西的下落，
我就不知道了。

按照溥仪的忆述，这批故宫旧
藏善本，在天津变卖了几十件之
后，曾经运至长春。后来，这剩余
部分中的一部分又被他带到了通
化。不过，再到后来，他也不知道
最后这一丁点剩余的善本确切下
落了。颠沛流离的傀儡皇帝，他手
中变卖出去的故宫珍宝何止千万，
哪里还有心思去挂念这些残纸零
篇，这批古籍从他记忆中消逝而
去，原本亦不足为奇。

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
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序言称，据
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
元明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
画一千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
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得书籍
九十二种，分装十三箱，自长春运往
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
间。当局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
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
目录”一种抽印小册，广为传布。对
外宣称，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
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
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说法确切，那么，
溥仪“赏书”在当时 ，至少还有一
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
院方面回购了多少，则无从可知
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
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国
民党当局即溃逃到台湾，回购溥仪

“赏书”之事，恐怕亦早无下文了。
已经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飘洋过
海被转运至台湾，才是当时最为迫
切需要定夺之事了罢。

“赏书”终迁往台湾
书目曾现“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
委员会收拾残余的92种、13箱故

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
后，于沈阳一家银行，秘密存有4箱古籍，应当皆
是当年以“赏书”名义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
古籍由沈阳博物院接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了一
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全部留在了
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往
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原来，在1948年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
台湾，是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的一
次。这其中包括故宫 1680 箱、中央博物院筹备
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
箱、北平图书馆 18 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

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
存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
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
全书荟要》等重要古籍。在这批精
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当
年由沈阳博物院接收而来的溥仪

“赏书”序列中，也被挑选了一部分
出来。当时由国学大师罗振玉之
子、著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先生拍
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全
部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
档备考。

这批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
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
料公布出来。幸运的是，笔者曾有
幸获见一批北京大学历史学家、考
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旧藏照片，对探
研溥仪“赏书”曾有多少被迁往台
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观的
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一
枚。卡片上为俞伟超钢笔题记：“一
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
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
行。由沈阳博物院接收，后与故宫
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当时，
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
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
存最高编号为 91，可能有缺失。
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
册数为 52 册。需要说明的是，照
片所摄古籍册数的确定，也并不意
味着古籍种类也据此确定下来。
因为，有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种
书、同一部书的不同册、不同卷的
首页。如《仪礼》就拍了“卷第一”

“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页，从照
片上的书册影像来判断，这是分属
同一部书不同册的首页。换句话
说，像《仪礼》这部书的照片，即使
有三张之多，也只能算一种。经过
这样辨析统计下来，这批照片虽有
57 张之多，古籍种类却只有 47 种
（52册）。

值得注意的是，从“溥仪赏溥
杰书画书籍目”中所著录的古籍来
考察，溥仪当年赏书，均是成套整
部的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散的种
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
经过长时期的流散，大部分已残缺
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
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
整成套了。即便如此，从这些照片
上的图像来看，大部分仍然是宋、
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
新，让人惊叹不已。这些珍罕古籍
的皇室旧藏身份，也从首页郑重钤
有的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正方
形“天禄继鉴”的皇室印鉴上得以
印证，毋庸置疑。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
究竟原有多少张，所以仍无法确证当
年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
少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
古籍，同时也不能因之确定，最终留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多
少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
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

“浮出水面”，历史的真相方才会露出
“冰山一角”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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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相”。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的墓志主人
索额图的女儿赫舍里氏降生了。

赫舍里氏满月的时候，康熙帝和赫舍里
氏皇后都来给她庆祝，并赠送了大量奇珍异
宝。小赫舍里氏的成长本来非常顺利，如碑
文所说：“生而聪慧，三四岁俨若成人，事父母
祖母孝敬不违。”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在康熙
十三年，这个年仅七岁的小赫舍里氏就因为
疹疾而去世。

随葬物品极为丰富

索额图对女儿的去世非常痛心，于是把
墓室修建成小女孩原来卧室的样子，并将她
生前喜欢的各种物品放进了墓室中。随葬物
品非常丰富，每件物品都制作精良，共有瓷器
15件、玉器30件、水晶等2件、金属器8件、墓
志1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对明成化年
间的斗彩葡萄纹杯，现在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斗彩是明成化年间的一种釉下青花和釉
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著名的明成化斗彩
鸡缸杯曾创下2.8亿港元的拍卖纪录。而赫
舍里氏这件斗彩葡萄纹杯上绘有葡萄、桑葚、
竹子等植物。叶片为绿色、藤蔓为黄彩、果实
为紫彩，外面轮廓青花是国产的平等青料。
成化斗彩中的黄色是变化最丰富的，首都博
物博所收藏的这对斗彩葡萄杯上所绘的黄彩

蔓，呈现的是浓而不燥的姜黄色，与熟透的如
赤铁般葡萄紫色相映成趣。

我们再来说说小赫舍里氏的天主教法
号，赫舍里氏法号“众圣保”。连身为大臣的
索额图家里都允许自己的儿女信奉天主教，
说明天主教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
播。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采取尊
重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新方法，得到
中国皇帝和士大夫阶级的欢心。利玛窦和他
的同道们把基督宗教信奉的“神”译为中国传
统宗教观念中已有的“上帝”“天”“天主”，最
后由罗马教廷定名为“天主”，所信之教为“天
主教”。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给这个圹志题
字的人，他就是探花出身的沈荃，翰林院侍
读学士，是康熙皇帝老师，专教康熙皇帝写
字。康熙皇帝时常召他入内殿赐坐，一起讨
论古今书法，但凡要制碑版、殿廷屏障、御座
箴铭，都会下令让沈荃书写。可见，当时能
求到沈荃亲写圹志，作为父亲的索额图也是
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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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在告诉未来

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民国政府
允许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
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
及其身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依旧养尊处
优，挥霍无度，还仍旧殚精竭虑，密谋
复辟；而民国政府因内外交困，入不敷
出，又连年拖欠原来允诺供给的皇室
生活经费。无论是为复辟计，还是为
眼前与未来的生活计，溥仪等盗运、变
卖故宫历代宝藏的行径开始上演，并
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
珠宝古董、历代字画开始，溥仪以“赏
赐”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
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
驱逐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

“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
来源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
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
巨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
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

“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
看守护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
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
北货”或缴或收，尚有一批回归国
库。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
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
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
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遗散各地，至
今不可确考。

在这些不可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
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赏赐名
义，或以委托方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
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关注，各方倾
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古董、
历代字画不同，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
古籍，在当时尚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上
述品类的文物相比，市场追捧的程度
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为水火、蛀
蚀而自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
证溥仪当年究竟“赏”了多少古籍出
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
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类若
何也无从确证。所以，近百年来，这批

“赏书”的命运，关注者并不多，即使有
所关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
不能得出确切数据与结论。因此，这
批“赏书”的数量、版本、价值乃至去向
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1934年9月，国立北平故宫
博物院印行《故宫已佚书籍
书画目录四种》

“溥杰收到溥仪赏赐书籍书
画目”（局部）

1946年 12月，国立北平故
宫博物院印行《故宫已佚书
籍书画目录之一》

“溥杰收到溥仪赏赐书籍书
画目”赏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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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颐所摄溥仪“赏书”照片


